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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德镇是著名的手工业移民城市，有“工匠八

方来，器成天下走”之称，因瓷业兴盛被宋真宗赐

年号“景德”而闻名于世。北宋末年战乱，大量陶

瓷工匠南迁，进一步推动了景德镇陶瓷业的发展。

元朝构筑的世界性贸易在为朝廷带来大量瓷业贸易

收入的同时，奠定了景德镇瓷业在中国瓷业中的显

赫地位；明清时期御窑厂设立，确立了景德镇瓷业

在中国瓷业中的独尊地位。民窑业的迅速发展在成

就景德镇“世界瓷都”之美誉的同时，也吸引了各

方移民赴景逐利。

一、地理空间和景德镇瓷业移民

　　景德镇位于江西省东北部，四面环山，是典型

的盆地结构。在古代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贯穿城

区的昌江是景德镇和外界沟通的要道。明清时期，

景德镇城区格局已经形成，沿昌江形成了两条主干

道和数百个里弄，里弄尽头就是昌江，因此有“陶

阳十三里”的说法。御窑厂位于景德镇城区最高处

珠山，围绕御窑厂分布着民窑生产和贸易的场所，

它们共同构成了景德镇瓷业生产的格局。御窑厂不

仅仅是瓷业生产空间，也是皇权和国家权力的象

征。此外，环绕城区四周的水系和群山构筑了景德

镇独特的地理空间模式。群山在为景德镇瓷业提供

丰富瓷土和窑柴的同时，一定程度上也抑止了这个

城市瓷业空间扩展；发达水系则保证了城市和外界

之间联络的畅通。在御窑厂官方意识主导下，景德

镇形成了保守——开放混合型瓷业城市文化。相对

松散的管理机制和发达的瓷业生产让景德镇成为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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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移民逐利的理想之地。明清以来，景德镇形成了

上百个移民群体和商业贸易行会组织。

　　景德镇瓷业移民有三大帮派，即都帮、徽帮和

杂帮。都帮是对九江府都昌县在景德镇从事窑业

生产的老板和工人的总称，在景德镇瓷业生产中有

强大的影响力，有“十里长街半窑户，羸他随路唤

都昌”[1]的说法。都昌滨临鄱阳湖，距离景德镇仅

有百里之遥，水路交通非常方便，由于都昌地少人

多，水患严重，生存环境十分恶劣。“故气宜民多

发扬负起，勇于争斗，而以健讼讦为愉快。”[2]在

元末明初的战争中，镇守浮梁的都昌人于光归附了

朱元璋。“七月徐寿辉旧将浮梁院判于光、左丞余

椿击走伪汉辛同知。去饶州以成来降太祖。”[3]于

光祖籍都昌，其旧部大部分是都昌人，战争结束以

后，按照明初军户政策，他们大部分留在景德镇并

从事瓷业生产。徽帮是对在景德镇从事商业和贸易

的徽州一府六县商人的总称，徽州府紧邻景德镇，

徽商来景德镇从事商业生产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最初来的徽商建立了祁门会馆、婺源会馆，但后来

其他县人士先后来到景德镇从事商业贸易，又有宁

国府的泾县和宁国等县加入，为了更广泛的集团利

益，组建徽帮。杂帮不是一个帮派，民国时期政府

为了税收的需要，将其他各地移民统称为杂帮，主

要包括饶州府七县、南昌帮、抚州帮、苏湖帮、福

建帮、湖北帮、河南帮等。

　　八方移民建立会馆，起到联络同乡和促进商业

贸易的作用。据相关统计，景德镇共有会馆30多

个，其中以都昌会馆、徽州会馆、湖北会馆等建筑

规模最大，也最有影响力。明清时期，大部分会馆

建筑风格相似，都设有供奉先贤和本行业或者本土

神祗的祠堂，这些会馆同时也是中国文化的反映和

体现。福建会馆供奉天后娘娘，护佑福建瓷商海上

运输平安。湖北会馆和抚州会馆信仰关帝。湖北是

关羽的葬身之地；因为关帝是忠义象征，而洪门的

目标是反清灭洋，所以关帝又和明末清初抚州洪门

有关。婺源和湖北移民信仰五显神灵、徽州歙县信

仰汪王、南昌信仰许真君、湖南信仰三闾大夫等。

另外，景德镇建有哪咤庙、泗王庙、龙王庙等民间

水神信仰的庙宇。此外，在景德镇的商帮共26个，

船帮有10个。据笔者统计，至少有40个县府移民在

景德镇进行瓷器生产和贸易。

二、御窑厂瓷业神信仰的构建和演变

　　人类学家格尔茨认为宗教是一种象征文化体

系，其目的是确立人类强有力、恒久的情绪与动

机。移民手工业城市景德镇在瓷业生产和贸易中形

成了完善的神灵信仰系统，包括行业神信仰、区域

神信仰、水神信仰和各种宗教信仰，其中以瓷业神

信仰为主导。在作为国家权力象征的御窑厂设立以

后，瓷业神灵信仰的权威性通过御窑厂崇拜体现并

引导瓷业人员的神灵崇拜，构建了以御窑厂神灵崇

拜为主导的景德镇神灵崇拜体系。明清两代，御窑

厂神灵崇拜的变迁既是国家权力更替的象征，也是

景德镇瓷业文化认同的反映。

(一) 明朝御窑厂的神灵崇拜

　　明朝御窑厂建立以后，为了加强社会控制力和

凝聚力，在御窑厂内外设立神祠供窑工崇拜。据王

宗沐编修的《江西省大志》，“厂内神祠三：曰玄

帝、曰仙陶、曰五显。厂外神祠一：曰师主。”[4]神

灵信仰体系的构建既是国家权力的象征， 也是陶

瓷生产的需要。

　　玄帝是指道教中供奉的主神，又称真武大帝、

玄天上帝、荡魔天尊等，明朝盛行玄帝崇拜更多

地是因为明成祖朱棣的缘故。燕王朱棣利用玄帝崇

拜作为发兵北上的工具，称帝以后，在京城建造道

观。“北极佑圣真君者，乃玄武七宿，后人以为真

君，作龟蛇于其下。……。国朝御制碑谓，‘太祖

平定天下，阴佑为多，当建庙南京崇祀。及太宗靖

难，以神有显相功，又于京城艮隅并武当山重建

庙宇’。”[5]据此不难理解玄帝为什么在御窑厂神灵

祭祀中被排在首位。此外，玄帝崇拜中的龟蛇崇

拜，因为龟蛇属北方，所以亦是对水的崇拜。陶瓷

是水、火、土的艺术，水在景德镇瓷器生产中扮演

着重要角色。景德镇地处赣东北盆地之中，交通极

不发达，和外界交往的主要通道是连接鄱阳湖的昌

江，而昌江多水患，且许多地方水急滩险，经常发

生翻船事故。据《景德镇交通志》统计昌江水域共

计有险滩近200处[6]。从昌江经常发生水灾且昌江

水系河道中存在众多暗礁险滩看，景德镇玄帝水神

崇拜也蕴涵有功利和心理方面的因素。从当时全国

性玄帝信仰来看，大部分的火神庙都供奉真武。因

此，笔者认为玄帝在景德镇并非船帮保护神，更多

是国家信仰在景德镇的体现。

　　据现存史料，尚无仙陶信仰的相关论述和研

究，且在国内其他陶瓷产地行业神灵信仰体系中，

亦无仙陶信仰的出现。明代，皇家仅在景德镇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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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窑厂，其他瓷区没有这样的机构。据相关史料，

仙陶应为被封为陶王的宁封子。宁封子是传说中

黄帝时代的人，因为烧造出第一批陶器，被封为

陶正官。据《列仙传》记载，“宁封子者，黄帝时

人也，世传为皇帝陶正。”清朝初年，在景德镇杨

家坞开始出现供奉陶王庙宇，因为都昌冯姓祈求陶

王庇护，发财以后修筑了陶王庙。此时御窑厂不再

供奉仙陶。因此，陶王庙信仰变迁是因为官方不再

祭祀仙陶以后，由于都昌人窑业兴盛，为了取得信

仰话语权而修筑了信仰陶王的庙宇。另外一种说法

认为仙陶也可能指五帝中的舜，因为舜被认为是陶

器的发明人而称为陶王。“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

让畔；渔雷泽，雷泽之人皆让居；陶河滨，河滨器

皆不苦窳。”[7] 作为陶器最早发明者，被供奉也是正

常的。但为什么用仙陶而不是陶王，因为目前关于

瓷业神灵信仰的史料最早就是明朝的《江西省大

志》，且缺乏佐证材料，是不是有其他说法也无从

查实。可以肯定的是，明朝时期，仙陶绝不是景德

镇区域神灵信仰的代表和象征。

　　五显，也被称为五通、五圣等，或被称为华

光，是发源于徽州婺源的民间信仰，在江南有广泛

影响。“灵顺庙，即徽州婺源灵祠，余杭立行祠者

七。”[8]大量徽州人到景德镇进行商业活动，不过御

窑厂里面的五显信仰和徽州人有没有直接关系尚无

法考证。因为同其他区域神灵信仰相比，御窑厂信

奉的神灵更多的是国家权力的代表和象征。但从另

外一个视角来看，自宋以来，五显和赵公明一样，

是财神象征。清汤斌在《奏毁淫祠疏》中论述到：

“苏松淫祠，有五通、五显、五方贤圣诸名号……

商贾市肆之人谓称贷于神可以致富，借直还债，神

报必丰。”[9]如果从财神角度去解读，我们或许可以

理解御窑厂供奉神祠之目的。由于五显信仰和婺源

之间的特殊关系，婺源会馆也供奉华光神，这在某

种程度上赋予了婺源人在景德镇瓷业生产和贸易中

的话语权。

　　师祖是指景德镇陶瓷行业供奉的行业神赵慨。

根据相关史料记载，赵慨是西晋永宁至隆和年间

人，东晋时期先后在福建、浙江等地任职，由于生

性耿直，被奸臣迫害，后来归隐到浮梁县新平镇，

把浙江越窑制瓷工艺带到景德镇，促进了景德镇陶

瓷业的发展，因此被景德镇圆器业奉为师祖。“师

主者，姓赵名慨，字叔明，尝任晋朝，道通仙秘法

济生灵，故秧封万硕爵，祝侯王，以其神圣，足以

显赫今古也。” [10]明朝时期，在御窑厂外祭祀，就

证明师祖赵慨在景德镇瓷业工人中的地位和所得到

的官方认同。

(二)清朝御窑厂的神灵崇拜

　　清代御窑厂祭祀神灵发生了变化。据《景德镇

陶录》记载，“厂内神祠三：曰佑陶灵祠；曰真武

殿；曰关帝庙。厂外神祠一，曰师主庙。”[11]这一时

期，华光神和仙陶已经被佑陶灵祠和关帝取代，且

佑陶灵祠成为御窑厂内第一位的神灵信仰。与明朝

神灵信仰相比，华光神信仰在清朝依然盛行。汤斌

是清初康熙雍正时期的理学家，他反对祭祀华光

神，要求将这一信仰取缔，但到了乾隆时期，御窑

厂祭祀中仍然有华光神。华光神崇拜让徽州人取得

了钱庄业、木业、瓷土业等许多行业的优势，尤其

是钱庄的垄断，即使是本土官员也很难能插足这一

行业。如前所述，虽然华光神崇拜和徽州人关系无

从证实，但徽商很好地将这一信仰和自身利益结合

起来，巩固并扩大了其在景德镇的利益。

　　同明朝相比，祭祀关帝更多是因为清朝统治者

为了增进满族的国家认同，削减汉族反抗势力而大

力提倡的神灵崇拜。当时全国各地都非常流行关帝

崇拜，在御窑厂出现关帝也不足为奇。清朝御窑厂

神灵信仰最为明显的变化是作为景德镇本土神灵信

仰风火神崇拜的出现。

　　关于风火神童宾事迹，督陶官唐英有详细记

载。“神，姓童名宾，字定新，饶之浮梁县人。

……。万历间内监潘相奉御董造，派役于民。童氏

应报火，族人惧，不敢往，神毅然执役。时造大器

累不完工，或受鞭棰，或受饥羸。神恻然伤之，愿

以骨作薪，丐器之成，遽跃入火。翌日启窑，果得

完器。自是器无弗成者。相感其诚，立祠祀之。雍

正戊申，余衔埏命督理埴来厂，涓吉，谒神祠。顾

瞻之下，求所为丽牲之碑，阙焉无辞。问神姓氏、

封号、率无能知者。”[12] 从上述记载可知童宾是浮

梁里村童氏人，祖籍匠籍，世代从事官窑生产的瓷

器烧造，因为担心完不成烧造任务窑工受罚，而投

火自尽。但神奇的是，第二天瓷器竟然烧造成功，

完成了任务，保住了广大窑工性命。这种传说在全

国其他窑口也常见，著名代表还有河南神垕的“金

火圣母”的传说。有没有投火烧造成功的可能性，

我们姑且不谈。明朝中后期，全国各地爆发了大

规模反抗宦官统治的暴动，景德镇也在1602年爆

发了反对潘相斗争。“万历三十年二月甲申，江西

李兴华：移民与景德镇瓷业神信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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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监潘相、舍人王四等，于饶州横恣激变，毁器

厂。”[13]为了缓和矛盾，潘相设立神祠祭祀童宾，

但民众是否相信童宾神灵信仰还值得探究。唐英到

达景德镇时，童宾神庙非常破落，也无人知道童宾

事迹。但在唐英担任督陶官后，童宾地位迅速上

升，成为御窑厂最核心的神灵崇拜。

三、利益博弈视角下的瓷业神灵崇拜

　　童宾成为景德镇最重要的祭祀神灵，既是瓷业

生产变迁的体现，也是各方利益博弈的反映。围

绕神灵信仰的转换和风火神信仰提升，督陶官和皇

帝、各方移民为了取得景德镇瓷业生产话语权，维

护自身利益，都进行神灵崇拜的自我比附。通过神

灵崇拜的变迁，能清晰勾勒出神灵崇拜背后各方的

利益博弈和文化认同。

(一) 督陶官和风火神崇拜

　　御窑瓷器烧造的不可控性，成为风火神崇拜的

原动力。明清时期，景德镇瓷器生产技术进一步

提高，在制坯方面已经达到了成熟地步，但在瓷器

烧造方面，仍然有很大偶然性，烧出来的次品比较

多。如果烧造出现问题，督陶官就可能受到处罚

或者丢失官位。“景德镇有陶厂，以陶器供京师，

或时限迫而器不良，督陶使濒危殆者数，惶惧致

祷。”[14]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对瓷器烧

造要求尤为严格，以乾隆皇帝为最，他更期望得到

完美瓷器。而这种要求，对于督陶官来说，就是沉

重压力。到了后期，乾隆皇帝如果对瓷器烧造不满

意，甚至责令赔偿。“窃奴才于乾隆八年六月内，

……。以所造瓷器釉水、花纹远逊以前，又破损过

多，因分条核减，共银二千一百六十四两五钱五分

三厘三丝五忽二微，奏令赔偿。┅┅现在奴才不时

赴厂，与协造之催总老格谨遵核减各条内指拨之

处，一概小心更改，务期较从前之花纹、釉水细致

鲜艳。”[15]依上所载我们可以看出，同明朝相比，清

朝的督陶官不仅仅是产品的督造者，更多的是生产者。

　　瓷器烧造的不可控性和皇权的严苛性之间的矛

盾让督陶官难以适从。对于督陶官而言，瓷器烧

造过程中难以避免地出现次品。在这种情况下，神

灵信仰既是心灵寄托，更是一种开脱借口。因为坚

信瓷器烧造是神灵保佑的事情，如果烧造不成功，

并不意味着个人的过失，而是失去了神灵庇佑。为

了烧造成功，只好下次祈求神灵保佑，这在一定程

度上缓和了来自皇帝的压力。在这一思想主导下，

清朝历任督陶官都对童宾加以神化。“并载康熙庚

申年藏、徐两部郎董制陶器，每见神指画呵护于窑

火中，故饶守许拓祠地加修葺焉。牒首有沈太师三

曾序曰‘先朝嘉号而敕封之’，不知所封何号也，岂

所谓风火仙耶？夫五行各有专司，陶司于火，而

加以风，于义何取？且朝廷之封号，如金冶神、

木、土、谷以及岳、渎、山、川，皆曰神，未闻仙

谒！岂相私称云尔耶？”[16]历任督陶官对童宾加封

过程，既反映出出督陶官对不可控的瓷器烧造的恐

惧，又很好实现了和皇帝的交换博弈。同时，督陶

官主导的风火神童宾崇拜也成功打造了地域色彩的

行业神，赢得了窑工信任，同时减少了官民之间的

冲突。

(二) 各方利益博弈下神灵崇拜话语权的争夺

　　景德镇陶瓷业分为烧做两行。“烧”是指烧

窑，包括柴窑和槎窑两种。明朝时期民窑槎窑盛行

烧粗瓷，主要是本地人掌握栾窑技术。清代，随着

细瓷需求量大增，烧造细瓷的柴窑开始盛行，而

都昌人掌握着这门技术，槎窑就逐步衰落下去。

“做”指做坯，主要是圆器和琢器，圆器由都昌人

控制，而琢器主要由抚州人控制。

　　为了自身利益，柴窑组建了行会——陶庆窑，

槎窑组建了行会——陶成窑，圆器和琢器也都组建

了自己的行会。因为都昌人在烧做两行均具有统治

力，在都昌人主导下，成立了三窑九会，负责景德

镇瓷器烧造所有事务。都昌人靠战争破坏景德镇原

有生产秩序以后抢占了原本属于其他移民尤其是本

地人的利益。因此，都昌的强势进入引发了各方冲

突，经常发生械斗事件，最著名的是饶州七县和都

昌的械斗事件。“嘉靖三十二年，饶七邑民与都昌

人斗，忿彼地善诉也，鸣锣攘臂以逐都昌人为辞，

而亡赖者乘以抢夺。”[17]明朝以前窑业大部分是饶州

府人在此经营，但都昌人进入以后，打破了这种平

衡，引起了饶州七县联合起来对付都昌人，这种情

况持续至今。对都昌人而言，最大的难题是作为外

来人如何和土著共处问题。窑业行会神灵崇拜就说

明了这个问题，槎窑的陶成窑虽然相对陶庆窑来说

势力很小，但他们供奉的行业神是风火神童宾，而

陶庆窑就没有这个资格。究其原因，陶成窑中有许

多土著窑户，尤其是槎窑栾窑师傅是浮梁人。“而

本县之人，盖鲜凡窑有长短，俱有数火堂、火栈、

火尾、火眼，皆赖结砌窑墙以固之。其或补葺，均

有一定之法，非经魏氏之手不为功。若舍魏氏而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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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必致火力不匀。瓷难成熟。”[18]同来自浮梁童氏

一样，浮梁人魏氏也是官役的一部分，这也就意味

着祭祀风火神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即使他们和里村

童氏并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认同感缺失和拥有强大经济利益让都昌人成为

其他移民攻击对象。更为尴尬的是，同其他两个重

要的帮派相比，御窑厂华光神崇拜有徽州的印记，

即便这种崇拜的最初目的并不是来源于徽州，但徽

州人很好地实现了神灵信仰和移民的结合，且能

被其他移民所接受。抚州人通过自己会馆中关帝信

仰崇拜实现了和御窑厂关帝崇拜对接，而经济实力

最强的都昌人一直没有取得官方信仰的比附和话语

权，即使是后来的陶王庙也不被其他移民所接受。

风火神童宾的出现，让在窑业生产中拥有绝对控制

力的都昌人取得了祭祀窑神话语权。为了维护自身

利益，都昌人在祭祀中提倡窑神崇拜，在实现和御

窑厂官方崇拜对接的同时，也成功实现了自身身份

的地域认同。

　　随着官方不断神化，民窑窑户和瓷业人员把对

童宾的崇拜程式化，规定每二十年举行大规模的迎

神会。在此期间，窑业公会要童氏作为自己亲戚，

世代来往，逢年拜年，遇节贺节。为了表达窑户对

风火神童宾的敬意，他们请画师绘制两面飞虎旗，

平常在童氏家族珍藏，迎神时候，到童家恭迎大

旗，并开宴设席，宴请童氏后代。根据相关史料记

载，最后一次迎神会发生在1933年。景德镇举行的

开禁迎神，有台阁一百多架，纺稠长龙几十条。迎

神的时候，前面开路的是标有风火仙师的大灯笼一

对，接着风火大旗两面，后面跟军乐队、执事牌，

然后台阁、龙狮依次排来，之后香亭宝鼎、鼓乐笙

箫，恭引祖师坐轿，最后是信士子弟骑马坐轿、捧

香备烛，再后面是四人扛的大鼓铜锣等。……。据

统计，这次景德镇迎神要花费银元五六万元，相当

于一万二千担米价。[19]民国时期陶瓷业相对衰落时

尚有如此豪华祭祀排场，可以想象，清朝民间风火

神祭祀必定更加奢华。与此同时，各方为了表示对

童宾的感恩和不忘本，从不冒犯里村童氏。 1927

年，都昌和乐平人发生大械斗，双方放火烧到里村

时候相约退出。这次大的械斗，死伤1000多人，景

德镇瓷业受到很大的破坏，但里村因为童宾却未受

影响。

　　迎神会成为景德镇瓷业盛况，引起了社会各

界关注，在形成瓷业凝聚力的同时，也很好地将

都昌人融合到景德镇瓷业社会网络中，实现了他

们的经济利益和社会话语权的结合。与此同时，他

们也努力将这一仪式常态化并压制其他移民神灵祭

祀。1946年，抚州人为关帝进行了一次开光出巡，

也非常热闹，要求每一个抚州老板都要装饰一架台

阁，几户合伙扎一条彩龙。“走在最前面的是16名

铣手，沿路放着土铣，轰声震天。继之各种彩旗招

展，鼓乐喧哗。各架抬阁中间，夹杂着高跷，杂

耍，真的十分热闹。洪掌魁打的乌狮子，更是精

彩，吸引着很多观众随行观看，队伍中间由16人抬

着关帝神像。”[20]但当队伍游行到都昌会馆的时候，

遭到了都昌会馆的抵制，都昌人结成三道人墙，说

能通过才放行，抚州人就能取得景德镇瓷业霸主地

位。双方纠缠很长时间，由于抚州人游行一天非常

累，只好退回去。晚上就传出了各种谣言，说抚州

人在打制各种刀具，要进攻都昌人。后来经过景德

镇相关部门领导和商会向抚州人道歉，才避免一场

械斗。对于都昌人而言，他们反对的肯定不是关

帝，而是抚州人这种大张旗鼓的宣传，影响了他们

的社会控制力。

四、结语：移民和城市文化认同的形成

　　御窑厂神灵崇拜演变反映出明清权力更替背后

统治者对神灵之信仰崇拜的变迁，尤其是作为财神

象征的华光神被作为忠义象征的关帝取代，反映出

国家权力主导思路的转变。从仙陶崇拜到风火神童

宾崇拜的转变则多了一层现实的意义，表明了景德

镇逐步形成中的区域文化认同意识。在风火神崇拜

构建过程中，各方为了维护自身利益，都试图将这

种神灵崇拜和自身地域崇拜结合起来，实现利益最

大化。不可否认的是，风火神崇拜的构建成功地实

现了景德镇瓷业城市各地移民的身份认同和文化认

同，对窑工和城市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是在政治

力量和其他移民群体推动下，这种影响愈加明显。

同其他城市相比，景德镇在行政上隶属浮梁县，

仅仅是手工业城市。虽然在宋朝，景德镇瓷器已

经闻名于世，但充其量是作为周边陶瓷生产基地

的一个贸易集散中心。元朝实行匠籍制度，加强对

工匠控制，民众也很难自由流动，景德镇也不可能

成为各地移民聚集地和贸易市场。明朝中后期，随

着国家控制力下降和民窑兴盛，大量周边移民开始

到景德镇进行陶瓷生产和贸易，改变了景德镇最初

仅仅是贸易平台的格局。都昌移民葬于景德镇的

李兴华：移民与景德镇瓷业神信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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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数就是例证，明末清初，仅有5人死后葬于景德

镇，而这个数字到了康雍期间达到了483人，乾隆

年间是1063人。[21] 中国人讲究落叶归根，尤其是都

昌距离景德镇比较近，但大量都昌人在景德镇下葬

的例子，证明了经过几代人在景德镇的长期居住和

生产，他们的家乡观念已经淡薄，认同了景德镇城

市文化。风火神崇拜证明，行业神信仰更多地是各

方移民以瓷业神为中心构筑起来的信仰体系和瓷业

生产和秩序体系，形成了一道独特的城市文化风

景线。

　　移民城市和复杂的行业矛盾形成了多元化的神

灵崇拜体系，明清两代景德镇御窑厂神灵崇拜的演

变，反映出景德镇所形成的区域文化影响力。在神

灵崇拜体系的建构中，各方的利益博弈虽然至关重

要，但风火神对于景德镇窑业精神上的作用还是不

能低估的，显著的证明是每个窑房都供奉风火神的

神龛，内放书写“风火仙童宾神位”木质灵牌，并

且常年供奉香灯，如果有倒窑事故发生，窑工们就

到神龛前面祈祷。1949年以后，作为落后的象征，

风火神信仰在形式上退出了历史舞台。尤其是现代

科技让瓷业人员能避免传统窑工所遇到的问题。但

区域神灵信仰作为一种存在，或许以其他方式表现

出来。尤为值得关注的是，作为精神信仰的存在，

神灵信仰对于中国新型文化的建构依然起着非常

重要的作用。如何在当代时空语境下建构新型的

信仰体系，仍然是当代中国人的困惑和有待解决的

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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